
引 言

汉代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翻译高潮，伴随着之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

争之后的西学翻译这两次高潮，无数域外文献被译

介进来。已有文献中不乏各种翻译实践和经验的总

结，但始终没有产生系统的翻译史研究论著。直到

1902 年《中外日报》发表了《译书略论》，这才标志

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出现”（邹振环，

2017 ：23）。史学史作为专门史的研究肇始于梁启超，

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将其作为史学的研究

领域之一（梁启超，2000 ：325-346）。其后，各种史

学史专著及政治史、经济史等专题史学史研究成果不

断涌现，使得史学史成为检视学科理论发展历史的专

门研究，对于了解学科进程、展望未来发展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20 世纪风云变幻的百年之中涌现出了大

量优秀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它们共同构成了本世纪翻

译史学史的研究内容。翻译史学史的研究价值自不待

言，通过对学科发轫至今翻译史研究的钩沉，我们可

以看到前人所作的贡献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都可以为

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在其他领域的专门史不断涌现

的今天，中国翻译史学史长期以来付诸阙如，因此，

邹振环《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上海中西书局，

2017）一书的出版，“堪称填补了 20 世纪史学学科研

究史上的一大空白”（邹振环，2017 ：15）。该书作者

是翻译出版史方面的权威，在西学中译等研究领域著

述甚丰，全书的主要内容之前均曾在正式刊物上发表，

此次成书集中呈现了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史

的研究成果。

一、 内容概述

该书除导言和结语外，主体内容分为上、下两篇，

其中上篇由 5 章构成，主要钩沉 20 世纪初中国翻译

史的发轫、20 世纪中期大陆翻译史研究的曲折、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台湾、香港地区翻译史研究的

发展和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翻译史史料的

整理研究 ；下篇由 2 章构成，主要展示 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下的研究状况。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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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导言中指出，中国翻译史学应包括中国翻

译史学理论或原理及翻译史学史两方面的内容，前者

注重学理研究，而后者则注重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

进程加以历史的梳理”（邹振环，2017 ：2）。作为专

门史研究的一个分支，翻译史学史一直以来未得到应

有的关注，已有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如“厚今薄古”，

对 20 世纪前期成果研究不够，因此亟待整理（同上：

3）。作者将该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 20 世纪是为了使

研究更具客观性，取材上以著作为主，辅以论文，地

域上则涵盖了大陆及台、港、澳地区，以期考察中国

翻译史研究的全貌。作者采用了不同于政治史的分

期， 将 20 世 纪 分 为 1902—1949 年、1949—1984 年

和 1984—2000 年三个阶段。在方法论上，作者采用

了“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同上 ：8），注

重文献的梳理。作者认为中国翻译史学史当属史学史

范畴，是其下属的“专题研究”（同上 ：14）。

中国自汉代的佛经翻译开始积累了丰富的翻译实

践和经验，但系统的翻译史研究直到 20 世纪初才开

始萌芽。作者在第一章首先简述了中国翻译史研究的

发轫，即以 1902 年《译书略论》的刊布为标志。尽

管之前的西学书目已经开始出现某些“识语和评论”

（邹振环，2017 ：23），但仍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史研究。接着，作者介绍了梁启超关于佛典翻译的研

究、“翻译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后续研究。再次，

作者列举了郑振铎、贺麟和阿英的研究，将他们誉为

“早期翻译史研究的三大家”（同上 ：39）。最后，作

者分析了综合性历史与文献学著述中来自不同学术领

域的学者所涉及到的翻译史研究。尽管初创时期“成

果有限”，但以上学者的努力“形成了中国翻译史多

角度、多学科的研究特点”（同上 ：57）。这些研究特

点和早期学人奠定的优良传统虽然历经波折，但最终

成为当下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主流。 

第二章简述了 20 世纪中期，主要是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中国大陆翻译史研究的基本状况，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1949 年至 1953 年由

《翻译通报》“中国翻译史特辑”展开的对古代佛典翻

译和近代翻译史的讨论，1954 年至 1957 年对俄苏翻

译史的研究和 1958 年至 1966 年由阿英和张静庐主导

的对翻译出版史料的整理。1950 年创刊的《翻译通

报》曾经推出了专门讨论中国翻译史的特辑，众多民

国以来的学者发表了真知灼见，不仅续接了民国的翻

译史研究传统，更为本学科后续的蓬勃发展指明了方

向。可惜紧接而来的“三反”、“五反”等运动的开展

中断了原有的研究走向，逐渐转向俄苏作品的翻译和

翻译史研究。“反右”斗争开始直至“文革”结束前后，

我国翻译史的研究都处于低潮，甚至是停滞的境况。

1958 年至 1966 年的翻译史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阿英

和张静庐整理的翻译出版资料，其中张静庐的《中国

近现代出版史料》最令人瞩目。这段时期内的翻译史

研究历来少有研究，因此作者在该章中的研究具有很

大的原创性。

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概述了台湾和香港地区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的翻译史研究。50 年代至

60 年代，台湾的翻译史研究接续民国的实证研究潮

流，代表人物是方豪，他的《中西交通史》对明清之

际的西书汉译作了细致的考订。张振玉的《译学概论》

和孟瑶的《中国小说史》虽然没有多大的创见，但

对中国翻译史的纵向梳理还是有一定的价值。70 年

代台湾翻译史研究中“尤显特色”（邹振环，2017 ：

105）的是释道安、张曼涛、裴源与王文颜的佛典翻

译史研究。60 年代至 80 年代还有郭廷以、王树槐和

苏精等人的近代西学翻译史研究。此外，台湾学者在

编纂中译西书目录上也有较大成绩。90 年代的台湾

学者在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遗憾的是目前尚无研究台湾地区区域翻译史的

专著。

香港地区的翻译史研究也有其特色。20 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韩迪厚的《近代翻译史话》是“汉文系统

的第一部英文汉译史”（邹振环，2017 ：138）。曾锦

漳的《林译小说研究》中有很多至今仍未引起重视却

又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是彼时“林译小说研究最有

成就的代表”（同上 ：153）。罗香林和李志刚师徒对

西书汉译的研究集中于传教士的翻译出版志业，具有

很大的影响力。中日书籍互译目录的出版是香港 80

年代翻译史研究的突出成就之一。但是，香港的地理

位置和历史环境最终使得它在《圣经》翻译史研究方

面成就最大。早期的圣经翻译史研究由英国传教士海

恩波和荷兰学者贾保罗引领，之后，香港本土学者陈

惠荣、赵维本、庄柔玉等人助推了研究高潮的到来，

并完成了研究主力的本地化。

第五章回顾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对

翻译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1981 年，香港三联书店

推出的由刘靖之编辑的《翻译论集》打响了翻译史史

料汇编的第一枪。其后，各种同类型的译史资料汇编

层出不穷，最具代表性的是 1984 年由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翻译论集》和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的马祖毅的专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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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部书的问世奠定了中国的“翻译史”年。此外，

翻译家自述、口述和访谈集的出版，再加上由施蛰存

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和《译名

论集》的出版，使得因“文革”造成的翻译史研究工

作停滞的局面出现了根本性的改观，为后续的研究打

下了基础。但偏重对译史资料的整理也带来一些问题，

过分强调翻译史料的搜集整理造成了诸如“轻论证分

析和观点阐释，缺少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邹振环，

2017 ：214）的弊病，不仅成为其后翻译史研究的显

著特点，更影响了中国翻译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同上 ：383）。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作者全面梳理了 20 世纪

最后 20 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下各领域的发展

历程和已有成果。翻译史研究的标准不同，类别也相

应不同，作者在该书中将已有研究按内容和编撰形式

进行了区分。第六章从研究内容的角度概述了文学翻

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科学翻译史料的整理、译学理论

与翻译思想史、翻译出版传播史、翻译教学史、断代

翻译史、民族翻译史与区域翻译史的发展。澳门地区

的翻译史研究由于资料不足，被归入区域发展史研究

的章节中。第七章中从编撰形式切入，概述了翻译文

化史与比较翻译史、以译作为中心的翻译史、以译者

为中心的翻译史、编纂形式上的史话本和图文版、以

翻译史研究为核心的专题论文集、翻译词典中的译史

资料与译史研究和汉籍外译史等内容。

在该书的结语部分，作者强调了中国翻译史和中

国翻译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以及世

界翻译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作者还指出，20

世纪的翻译史研究，尤其是 20 世纪最后 20 年间虽然

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未“走出仅仅注重史料梳爬和

翻译家的断线式珍珠的传统叙述模式”，翻译史研究

仍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邹振环，2017 ：383）。

 二、主要学术贡献和不足

作为中国翻译史学史的发轫之作，该书的学术贡

献是不言而喻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为学科正名，首次提出“中国翻译史学史”

这一概念

中国翻译史的研究虽然自上世纪初才开始萌芽，

起步较晚，但百年的发展还是充分体现出了有一定的

规律可循。在史学史下的其他分支学科百花齐发的背

景下，翻译史学史是一块长期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自

史学史这一专门史研究领域出现以来，政治史、经济

史等专题研究不断涌现，并确立了各自的学科地位。

反观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尽管文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

离不开对翻译史的全方位梳理，但这一“介于历史学

和翻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邹振环，2017 ：10）却

从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考虑到翻译史和翻译史研

究在学术史和文化史等学科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翻

译史进行系统研究极有必要且正当其时。虽然作者没

有过多涉及本学科学理上的问题，但从该书的内容中

可以看出，如不系统进行总结和研究，翻译史研究中

的规律和问题是难以发现的，这对于加深翻译史、文

学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翻

译出版史领域长期深入的研究，作者提出“翻译史学

史”这一全新的概念，不仅有利于丰富史学史的研究，

也有利于将翻译史的研究置于历史学的检视之下，全

方位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二）脉络清晰、资料翔实

20 世纪的翻译史研究是一个具备起承转合的有

机系统，任何细致的梳理都不能脱离从整体上全面把

握中国各地区译史的研究。该书作者没有局限于中国

大陆的翻译史研究，而是将台、港、澳三地的研究纳

入到整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大网络之中。从 1902 年

开始到 2000 年为止，作者将百年的翻译史研究按照

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致划分为 1902 年的发轫和民

国时期的发展、1949 年后的裂变与 20 世纪 50 年代

至 90 年代的各地区富有特色的发展，及 20 世纪末大

陆与各地区在研究上的合流。当然，这一划分并不是

绝对的，因为每一时期都有对前一时期的继承，且民

国时期形成的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特点虽然在大陆

有所中断，但一直都是翻译史研究的主流。总体而言，

这样的划分符合中国翻译史的发展历程，因而使该书

脉络清晰。在研究资料方面，该书取材广博，作者在

写作该书前在两岸四地进行了相关研究和资料收集，

尤其是囊括了历来被忽视的民国时期及 1949 年以前

的翻译史研究，因此，该书得以概述台、港、澳地区

的翻译史研究，用大量翔实的一手研究资料描绘了中

国翻译史研究的全貌。

（三）有史有论、史论结合

史学的研究需要有史识，特别是在信息时代，

更需要具备“思辨能力”和“创新追求”（王子今，

2015 ：11）的史识。如果研究者不具备史识，翻译史

学史的研究很容易沦为机械的资料汇编。尽管作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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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导言中声称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献梳理为主，

但这并没有影响作者对相关史料和过往研究进行批

评。不同于前人的研究，作者认为中国翻译史研究的

发轫之作应为 1902 年问世的《译书略论》，将此书与

早期译书目录中的提要相比较，认为《译书略论》才

是“第一篇比较系统地讨论中国翻译史的篇文”（邹

振环，2017 ：29），这为中国翻译史的研究确立了一

个明确的起点，具有很大的意义。对于已有翻译史研

究的得失，作者通过梳理 20 世纪的翻译史研究后指

出，“20 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无论在理论

上，还是在方法上，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比较完

整的话语系统”（同上 ：383），这不仅是对过去百年

已有研究的宏观评价，更为接下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总之，正是以上的批评使该书不至于沦为一本干瘪的

翻译史研究资料汇编。

（四）澄清错讹，富有批判精神 

编史固然不能达到绝对的真实，但趋近真实必

须依赖于可靠的史料，不管是对已有研究还是对新史

料的发掘，都必须经过细致的考辨。错误的前提推导

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对某些错误史实的澄清具有重

要的意义。如作者经过考订后指出，《翻译论集》中

将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发表时间错定为

1979 年，实际应为 1964 年。此外，对已有研究的批

判可以启发后续的研究，不断提升研究质量。作者在

该书中多次批判前人研究，如批评陈玉刚主编的《中

国翻译文学史稿》借鉴已有研究却不注明出处的做法

“应为翻译史界的前车之鉴”（邹振环，2017 ：242）；

对在翻译研究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翻译词典》一

书，作者不仅指出了该词典的特色和优点，更指出了

它在条目设置和释义方面的缺点。

当然，该书本身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首先，

尽管作者的立意是要全方位展现两岸四地的翻译史学

史，但与台湾和香港地区翻译史研究有专章呈现不同，

澳门地区的翻译史研究过于简略，实在是该书的一个

薄弱环节。其次，尽管该书作者注重于文献整理，详

细梳理了不同时期中国各地域的翻译史研究，但某些

方面还是略显琐碎，如对《汉籍外译史》一书的介绍，

作者对目录的描述过于面面俱到。再次，作者忽略了

已有的中国口译史方面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外交活动

源远流长，根据《册府元龟》等书的记载，早在夏商

时期已有外交活动，至迟在春秋已经出现需要“舌人”

等译员来进行传译的明确记载（黎难秋，2002：1-2）。

口译史是翻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新材料的发掘，

越来越多从前默默无闻的译员不为人知的经历和贡献

得到重新关注，比如关诗珮（2017）的研究。20 世

纪口译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黎难秋和马祖毅等人，涌

现的成果虽不多但很有价值，可惜作者没有用专门的

章节呈现这方面的内容。最后，该书缺乏宏观上的理

论建构和框架。尽管作者承认中国翻译史学包括中国

翻译史学原理和翻译史学史两方面的内容，但该书抛

开原理而直接进入学科知识谱系的建构，不免让翻译

史学史的提出缺少一定的理据。 

三、小结

该书作为为中国翻译史学史正名的第一本专著，

对于深化已有研究，开拓翻译史研究的新局面具有重

大的指导作用。通过对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

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已有研究的进程

和成果。该书翔实的百年翻译史研究成果展示为研究

者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持，再加上作者对相关史料的

详细考订，对于想从事翻译史研究的后进来说，该书

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科导论。作者在书中多处指

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

个有价值的课题。总之，该书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

仍不失为开启中国翻译史学史研究新篇章的力作。�□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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